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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26 — 全球化與宣教 (四)
葉大銘
上期論到天涯咫尺化帶來的三種文化反應，就是抗衡全球化文化、統一全球化文化、與不同程度的文化混雜。今期論述文化混雜。
文化混雜
文化混雜在英文有不同名稱，包括hybridization, mestizaje, syncretism, creolization。文化混雜是不同文化的性質混合起來，或是不同形式的混合帶來混合的意義和行為型式。
例如在荷蘭的烏幹達遊客觀賞摩洛哥女人打泰國拳，在沙地阿拉伯人經營的英國倫敦的俱樂部內一隊南美洲樂隊演奏亞洲音樂，或者美國人吃愛爾蘭薄餅等。

文化混雜經常發生，但現代全球化的文化混雜有一些特點。第一是這混雜的過程是急速的發生。
第二是複雜性，包括多元文化的混合，多民族遷移到同一地方帶來的混雜，多種思想、意識形態、資產等混合。第三是這混雜帶來架構上的轉變，對國界、文化界線或其他界線有很大衝擊。
文化混雜也衝擊麥當勞化，使這些單元文化的方法轉變來適應，例如印度的麥當勞店要售賣素食包，因為很多印度人不吃肉，特別是牛肉。

混雜影響地域的觀念。在全球化下，兩個國家的邊界是不同文化、架構、經濟資產的混合地方，例如以前中國的深圳經濟區是介乎香港和西方的自由經濟和中國的管理經濟之間。因此國家的邊界變為模糊了。全球化城市是另外的例子，無論種族、文化、政治和經濟都顯示混雜情形。

混雜也影響時間的觀念。南美洲有混合時間的名詞，表達現代化之前、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的時間的混合。


文化混雜的模型

Boone and Péli提出一個文化混雜模型來表達天涯咫尺化的不同後果。

差距少
	1 順應或融合




社區與全球混合為一
將普遍性內容翻譯于社區處境

	2混雜
局部普遍性內容與社區傳統混合

	3抗拒全球化
抗拒全球化
與全球劃清界線
	4意識形態分割
地方化跟隨者與全球化跟隨者分離極端化


差距大
         衝突可能性低                                                                                              衝突可能性高
如圖所示，一個元素是差距，就是全球化的內容與社區的傳統內容的差距。這元素是與全球化的內容（普遍性內容）有關。認知和技術性內容是理性的，幫助解決日常生活問題，因此比較容易接受。但是規範和意識形態則比較難接受，特別如果是與社區的文化傳統有大差距。

另一個元素是社區衝突可能性。如果社區成員都認同價值，就不會因為價值而衝突。又如果不同成員有不同價值，但是沒有組織和敵對的黨派相爭，衝突也是少。這兩種可能性是屬於低衝突可能性。但是如果有不同價值認同，又因價值分為黨派，便容易引起衝突。這是高衝突可能性。

合併這兩個元素帶來四個可能。
圖中1是衝突可能性低和差距少。因為面對的是認知和技術性內容，比較容易接受，並且社區內衝突可能性低，所以帶來順應（accommodation）和融合(blending)，社區的傳統與全球化內容混合為一。縱使有些社區成員有反對意念，因為社區沒有敵對黨派，所以只有妥協與全球化內容融合。又或者傳統派成員有反對，但是沒有組織性反對，被贊同全球化的聲音壓倒，便只有順應。順應與融合都需要翻譯全球化內容于社區處境。例子是戰後日本完全採納西方的教育系統。

圖中3是衝突可能性低和差距大。全球化內容與社區的傳統內容有大差距，是有關規範和意識形態，所以不容易接受。同時社區內的衝突可能性低，擁護全球化的成員沒有組織力量影響社區，所以社區會抗拒全球化，與全球化劃清界線。例子是保守的伊斯蘭教國家抗拒西方全球影響和現代化。

圖中2是衝突可能性高和差距少。技術性內容例如科技是比較容易接受，甚至傳統保守的成員也可以接納。他們會將這些技術性內容與外來意識形態分開，只接受技術。這樣技術性內容會帶來一些組織架構的轉變，成為混雜的組織架構。混雜會遇到挑戰反對，有些保守的成員可能反對這些組織架構，帶來社區張力，甚至與其他成員產生衝突。例子是巴基斯坦和伊朗發展核子技術和武器，但拒絕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

圖中4是衝突可能性高和差距大。全球化內容主要是意識形態，並且社區內衝突可能性高。社區內產生兩派系，一派是地方傳統派，另一派是全球化派。兩派之間的鴻溝可以很深，這樣便很難彼此學習妥協。這個情況甚至影響外來技術性內容的接納。例子是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抗拒西方。或是現代土耳其，伊斯蘭教保守派與世俗化派系不斷對宗教在教育和政治中的角色發生爭論。

文化混雜與權力

對文化混雜的一個批評是缺乏對權力的影響的討論。在全球化中一些地域或國家（例如西方和美國）的影響力是最強，其他地域的影響力則比較弱，強影響力帶來混雜的不平等和不平衡。


處理權力的影響力，需要參考法國有名的人類學者杜蒙(Louis Dumont)對價值和分層的論說。

根據杜蒙，文化的價值是分層的，分為輕重。孕育重要價值的觀念是重要的觀念，而可能有不同的觀念孕育同一個價值，越能孕育這價值的觀念越為重要。


杜蒙分世界的文化為兩類。一類是整全性(holism)的文化，所有觀念和價值都按著對整個文化的貢獻來定層次，這是現代化之前的傳統文化。另一類是個人主義，個人是最重要，所有觀念和價值都按著對個人實現的貢獻來定層次，這是現代化文化。


杜蒙的價值分層論說對全球化觀念的貢獻有三點。第一，現代化的全球化帶來個人主義，但是全球的個人主義化不會完全消滅整全性。
沒有整全性，個人主義不可以完全發揮出來。因此在全球化下，個人主義會與整全性維持張力。這個張力帶來不同的文化混雜，而這張力的發展就是研究全球化的中心點。


第二，從杜蒙的論說,可以找出三個方法來明白價值怎樣塑造觀念。三個方法如下：
1.
重要觀念涵蓋(embed)次要觀念

重要觀念涵蓋次要觀念，甚至相反的觀念，即是重要觀念吸納與代表次要和相反的觀念，而沒有次要觀念便沒有重要觀念。例如男女都是人，從人的角度來看，男人和女人同是人，是平等的。但在很多文化內女人的地位低過男人，從男女的角度來看，女人是低過男人。我們可以接納這兩個相反的看法，因為它們是存在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層次。人的層次是高層次的，在這個層次男女是平等。在低層次的看法，人分為男人與女人，男與女是不平等的。因此高層次與低層次是相反的。
但是最後高層次（人）涵蓋低層次（男女）。


全球化帶來不同的文化混雜，整全性可以是重要觀念，又或者個人主義是重要觀念。無論怎樣，重要觀念會涵蓋次要觀念。
2.
不同層次的觀念的發揮

根據杜蒙，觀念越有價值就越會被論述和越被理性化，藉著理性來控制次要觀念的理性化，使次要觀念符合這重要觀念。

3.
次要觀念的發展

次要觀念只可以在次要價值的處境得到論述發展。2.和3.的例子是在受自由主義影響的西方，自由是重要價值，自由觀念重要過平等觀念。社會擁護平等機會，詳細論述平等機會的觀念，因為這是符合個人自由的價值。但是收入平等則不符合，所以只有在私人家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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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化影響的人會將外來的價值分層，而最重要的價值是個人主義，其他價值則為次要，按著與個人主義的關係而被接受與發展。評估生活所有部分時，都按著這些分層的價值來評估。因為不同人對個人主義的態度不同，從很滿意到不喜歡，所以就引致社區內不同文化混雜的情形發生。

宣教應用

在這裏只可以簡單的談論文化混雜的宣教應用。
1.
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混雜使邊界模糊。這些邊界包括國家和民族。因為民族的界線模糊，所以民族的劃分也變為模糊。這是未得之民要面對的問題。

2.
全球化的麥當勞化使一些事奉方法傳遍全球，例如四定律個人佈道方法、三福佈道、標杆人生等。但是在文化混雜的情形下，甚至麥當勞也要處境化，所以這些方法也需要處境化。
3.
Boone and Péli的模型幫助我們明白福音的接受程度不單在乎當地文化與福音的差距，也在乎當地社區的衝突可能性。可能性低的時候，可以有很多人歸主，也可能完全拒絕福音。但是可能性高的時候，可能帶來信仰混淆或基督徒群體與非基督徒群體對立。
4.
全球化帶來個人主義氾濫。按著杜蒙的價值分層觀，個人主義涵蓋次要價值。這樣福音的價值(例如愛、合一、聖潔等)成為次要的價值。宣教應該怎樣應付？
5.
按著杜蒙的價值分層觀，個人主義化不會消滅傳統價值。因此宣教士在處境化時仍然要面對傳統價值。
6.
因為同一社區內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混雜，所以也應該有不同的處境化來配合不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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